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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状况，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应该是处于后半夜了，或者乐观点讲，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
据悉，在中国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也是存在最久的自由派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将遭中国当局彻底封杀，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今年7月该所网站刊载了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一篇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及平反六四的文章。但在中国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钳制的当下，天则所能够生存至今，可以视作一个奇迹。当局对它屡屡触碰底线行为的容忍是有限的，事实上，天则近年来一直在承受当局打压，今年7月，其所承租的办公室房门就被秉承政府意旨的中介公司焊死。
自习近平上台后，自由派特别是其中温和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成为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可能当局认为，鉴于他们的影响力，温和自由派所传播的自由思想，对中共的杀伤力更大，因此必须清除。在天则之前，已经有中共党内历史刊物《炎黄春秋》以及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共识网，于2016年先后被当局接管和关闭。两者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及其同情者中，曾引发轩然大波。

《炎黄春秋》创刊1991年，是一份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其创办者是党内退休的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杂志其他领导及顾问也多为党内退休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官，作者也大都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因大量刊发有关中国历史敏感事件的评论和反思，以及主张党内改革的文章受到关注，在中国的舆论场中，该刊被认为带有政治自由派色彩，代表建制内自由主义势力。
共识网则是一家以转载为主的学术和思想性网站，其创办者为舆论场的活跃人士周志兴。该网站标榜 “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坚持中道立场，追求左右共治，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声誉，但也未能躲过当局的侧刀。
《炎黄春秋》是党史刊物，共识网是学术网站，天则所是以经济研究和咨询为主的民间智库。它们虽然形态、身份和背景不一，然而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倾向自由民主和宪政，因而经常受到极左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炎黄春秋》和天则所。
对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来说，办杂志、网站和独立智库，既是他们传播自由思想的方式和阵地，也是他们生存的样式，现在，阵地遭受中共当局铲除，表明当局是有意识和计划地在中国消灭自由思想。
这种状况可说是自改革以来从未遇到的，对自由民主思想的绞杀，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严厉程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本来就很薄弱，它发端于近代民族救亡图存时刻，但一直未能成气候，五四至抗战前夕，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和舆论场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然而，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存亡的背景下，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共建政后，对自由主义更是一网打尽。改革使自由主义死而复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占据思想界的中心位置，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更一度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可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和腐败也败坏了新自由主义的名声，因为社会正是把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这样，在当局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打压以及民间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讨伐的双重夹击下，自2005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节节败退。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经济学界的张维迎、茅于轼，政治学界的刘军宁、法学界的贺卫方等，都先后遇到了当局限制。党内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员，如原中宣部长朱厚泽、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等也被边缘化，此种情状在中共十八大后达到一个高潮。

习近平的新时代以降，当局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做法，都表现为对思想言论的收紧和对媒体出版的管制，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对社会的管制和对当政官员的政治责任要求。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因为没有对自由思想和言论的钳制，领导人的“新思想”便会遇到党内外相当强大的阻力。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中共十八大伊始，知识分子有一些天真的幻想，但进入 2013年，红旗文稿率先发难，刊发了多篇反宪政文章。随后，官方以打击网络谣言为由，发起了一场清理互联网的运动，一些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被落网。同年国家信息安全小组成立。是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期间，高校传出“七不讲”。2016年2月，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要求党媒必须姓党。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伴随着这一系列指示、讲话和报告的，是当局对媒体出版网络文化和教育的严密监控和审查，媒体和舆论曾经多少具有的一点监督作用消失殆尽。高校信息员遍布，教室安装摄像头，教师上课必须严格按照当局的要求和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学者的研究课题受到严格审查。凡此种种，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在这一连串的对思想和言论的管控中，《炎黄春秋》的被接管和共识网的被关闭是两起标志性事件，现在又加上天则。
当然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术思想和理论界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上的右派，但尤以自由主义和右派受到的打击最大，可以说，在当局的意识形态整肃下，中国持温和自由主义立场的言论空间已经完全丧失。
凯恩斯曾说人是观念的奴隶，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过去观念遗留的结果。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形塑或改变人的观念，赋予人以意义和价值。进入新时代后，当局之所以要严控思想和言论，对各种异议声音频频亮剑，四面出击，原因可能在于，正统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众所排斥，而官方又无力改变此种状况，只能用行政命令和党纪国法外加专政工具来管理思想言论和媒体，包括学术和理论，企图在社会多元化下强行进行思想一统，从而为在全国全面推行习近平的“新思想”铺路。当局明白，要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就必须有相应的意识形态跟进并作支撑，为人们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观。而要使习近平的“新思想”入脑入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对不符合“新思想”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故而过去几年当局打压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力出击，是一个必然过程。
目前看，在当局打压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自由主义在官方层面完全绝迹，在社会的发声也日渐式微，然证之历史，自由之花却从来无法做到被完全遏制，总会在严酷的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出来，就像经历严冬的小草在春天来临时又会生出嫩芽一样。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人性。没有人不喜欢自由的，也许一个人在理智上不赞成自由主义，但他绝不会不需要个人自由。当局的目标既然是带领全体人民实现中国梦，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但人在富起来后，总是需要一点自由的，此乃人之本性，任何外在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地扼杀这个本性。
事实上，从当局在舆论上的刚硬僵化做法来看，也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无论怎么强调舆论一律思想一统，它都不可能消灭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本身，要求新闻舆论事事都从党的工作大局和利益出发，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正确的舆论导向”，必然会导致新闻宣传上的“假大空”，背离基本事实和真相，与大众的精神需求脱节，无法吸引民众，他们早晚会在官方的虚假宣传和麻醉中醒悟过来。类似“厉害了，我的国”宣传，就是这种虚假宣传的典型。可惜，在自媒体时代，公众早已看破了这个把戏，中国官媒的公信力在大众中早已破产。
因此，眼下看似是中国在思想言论的又一个暗夜时期，但从历史来观察，也不必太悲观，自由之火在文革那样的残酷环境下都没有熄灭，今天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基础不仅比改革初，甚至比上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大发展时期还要结实，内心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士即使在中共的官员里也不在少数。现在这种状况，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应该是处于后半夜了，或者乐观点讲，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暗的，但时间也不长，曙光一旦到来，自由主义会迎来翻身仗。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暗夜受到的损害虽然最重，然而就像弹簧一样，压抑得越厉害，反弹的力度会越强烈，面对当局的疯狂打压，目前需要的是坚忍和坚持。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者正是这么做的。
